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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學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又譯華爾德）指出，隨4俄

國和中國革命的發生，二十世紀目睹

了一批特殊類型的黨政合一政權的誕

生與成熟；在現代權威主義制度[，

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最穩固，組織

最完整，最不為社會集團利益所影

響，對原有的政治和經濟結構改造得

最為徹底1。

在關於中國共產革命之性質判斷

問題上，歷來存在兩種觀點。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等老一代海外中國

研究者認為，中國的共產革命是一場

溫和的現代化改革被攔腰截斷的後

果，與之相伴的，自然是集弱勢獨裁

與現代化導向為一體的國民黨政權在

中國大陸的失敗。晚近較為激進的新

一代中國研究者則認為，中國的共產

革命是一場反現代化的現代化運動。

雙方觀點儘管各樹一幟，但均建立在

同一個事實判斷的基礎之上，即中國

共產革命主要由被邊緣化的知識份子

組成的革命精英所主導，並動員大量

底層民眾參與其中才得以完成。正如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提出的二

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的一個悖論現象：

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份子，領導了一

場反對他們自己傳統的革命2。

然而，正如杜贊奇（P r a s e n j i t

Duara）所指出的，「歷史在中國和其

他地方成為民族國家的歷史，它趨於

û述一個走向統一的民族，並且成為

民族國家規劃的一部分，這種規劃給

予民族國家特權，壓制分歧和多樣

化——除非分歧和多樣化得到民族國

家的批准。」3長期以來，有關共產革

命中底層民眾的研究一直被鑲嵌在由

民族國家的代言者——革命精英所主

導的革命史û述話語中，而無法窺見

其主體性。

一　底層政治與革命精英
　　——中國共產革命的

主要力量　　　

其實，中國社會革命的獨特之處

在於，「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的根本性

變化以一種相互強化的方式同時發生。

而且這些變化的發生要通過劇烈的社

會政治衝突來實現。」4中國現代國家

構建之所以在社會革命發生前後命運

底層政治與革命精英：

資源動員理論的視角

● 胡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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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產黨在推進社會革命的過程中運

用了一種特殊的權力技術——政治動

員，而這一權力技術的運用對現代國

家構建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促動作用5。

如果把1923到1945年作為一個整體來

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功與可以

度量的經濟、社會及文化因素並無重

大的相關關係。相反，關於中國共產

主義運動成敗的解釋必須在「中國共

產黨人自身的行為」中尋找6。

相較於國民黨以地方士紳、資產

階級等社會中上階層為動員對象所採

取的精英動員方式，以中下層知識份

子為核心的中共將工人、農民視作動

員對象，採取底層動員的方式，使他

們參與其中，用政治話語形塑了他們

具有階級認同感的底層意識。美國人

類學家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通過

對歐美學術界流行的國家與公民社會

理論的系統批判，提出了底層政治研

究的核心概念——政治社會，認為在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運動中，底

層民眾的鬥爭影響4社會的發展和民

主的進程，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7。

毛澤東比斯大林更懂得透過階級鬥爭

來動員多數群眾，也更懂得如何利用

各種資源的重新分配，來製造使居少

數地位的反對者就範的逼人形勢8。

因此，資源動員理論是探究中共集權

主義國家體制的起因與發展的一個重

要視角。

受西方學界的影響，資源動員理

論正逐漸成為近來中共黨史研究的新

視角。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通過引入相

關動員理論，重新探究中共早期的歷

史9。這些研究跳出了以往「人民群眾

在精英的領導下創造歷史」的主流û

事，將動員視為一種發生在多個場

域，涉及底層與精英等不同社會階層

的持續互動過程，揭示出現代中國革

命過程中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因此，

考察該理論的興起過程及其在黨史研

究中的運用，對於我們將中共的創建

與發展過程放入歷史與社會的語境

中，更深入地理解現代中國革命的根

源與軌È，具有重要作用。

二　資源動員理論的興起
　　及其在黨史研究中的
運用　　　　　

社會學對於社會運動或革命的研

究致力於其形成原因與主要規律兩方

面：對形成原因的考察多集中於各種

可能性外部誘因的宏觀分析，對主要

規律的考察多集中於運動或革命進程

內部的中觀與微觀機制的分析。早期

歐美主流政治學與社會學家側重於前

者，把社會運動視作社會中的病態行

為，將其視作由相對剝奪感、社會怨

恨等多種因素的疊加聚合所導致的社

會非常態過程。1960、70年代以來，

新一代美國學者提出社會運動是人們

對嚴酷的現實與壓制性政治體制的

一種挑戰bk。他們開始關注後者，即

考察運動或革命進程中的各種微觀機

制。資源動員理論也應時而生。儘管

資源動員理論也認為社會中普遍存在

的「不滿」是導致社會運動的直接原

因，但其對導致「不滿」的結構性誘因

並不關注。在資源動員理論看來，

「不滿」僅僅是一種個體的心理狀態，

它要轉化為行動狀態和集體狀態的社

會運動，必須經過一個「資源動員」過

程bl。

與傳統心理學側重個體性格特徵

與心理狀態分析不同，資源動員理論

強調在一系列利益得失博弈中的心理

過程；認為運動參與者的參與意願源

於對運動所付出的代價與個人收益兩

近來中共黨史研究跳

出了以往「人民群眾

在精英的領導下創造

歷史」的主流�事，

將動員視為一種發生

在多個場域，涉及底

層與精英等不同社會

階層的持續互動過

程，揭示出現代中國

革命過程中鮮為人知

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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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綜合判斷後的理性抉擇bm。這種

理論構建的模型強調資源、組織及政

治機遇，其關注點在於利益的聚集方

式以及在此過程中各種相關資源的利

用bn。該理論的代表人物蒂利（Charles

Tilly）認為，一個成功的集體行為是由

以下六個因素決定的：（1）運動參與

者的利益驅動（interest）；（2）運動參與

者的組織能力（organization）；（3）社

會運動的動員能力（mobilization）；

（4）個體加入社會運動的阻礙因素或推

動因素（repression/facilitation）；（5）政

治機會或威脅（opportunity/threat）；以

及（6）社會運動群體所具有的實力或

權力（power）bo。在他看來，這些因素

通過特定的組合而對集體行為的形成

和進程產生影響。

在歷史研究日益借鑒社會科學理

論與方法的趨勢下，晚近的黨史研究

者開始將中共的社會動員放入地域社

會的背景下，將鄉土社會中的地緣、

親緣等網絡關係納入其中，開始探析

這一過程中革命精英如何吸納各種相

關資源為己所用，進而揭示中共的革

命精英、地方精英與底層民眾之間的

複雜互動過程，以及體現出的地域文

化影響。

具體而言，目前有關研究主要呈

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首先，將地方精英納入研究視

野，拓寬了「精英」的概念內涵。傳統

黨史研究主要關注以構建現代民族國

家為目標的職業革命家群體，這個群

體主要由受過一定教育的知識份子所

組成。而晚近的研究則將地方精英納

入研究範圍內，開始認為中共對民眾

的動員過程並非只是存在簡單的動員

與被動員之間的關係——有4各種現

實利益需求與政治考慮的地方精英與

中共的革命精英之間，其實存在非常

複雜的相互滲透與相互制約關係。

例如，李軍全關於中共軍事動員

的研究指出，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通過

執行優待抗屬政策，得以壯大武裝力

量、鞏固抗日根據地政權，但與此同

時，中共的政治理念始終與鄉村傳統

相糾葛，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實際

效果bp。陳耀煌認為，早期鄂豫皖交

界大別山地區的共產黨員，多是地方

精英家庭出身前往城市求學的知識份

子，而這些早期知識份子黨員的活動

往往超出了黨中央的控制範圍，因此

鄂豫皖蘇區的發展其實是中共與地方

精英的互動結果，是一個由合作到控

制的過程bq。黃文治發展了陳耀煌的

觀點，認為在鄂豫皖蘇區，中共與地

方精英的互動是一個合作、半合作到

控制的過程，合作中也有離異br。

其次，將親緣、地緣等傳統因素

納入考察視野，賦予底層民眾歷史主

體性。裴宜理在《上海罷工——中國

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一書中指出，

傳統形式的農民叛亂之發生，親緣與

地緣關係比起階級地位起4更為重要

的作用。當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幹部4

手在上海工人中開展組織工作時，他

們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隊伍中既有壁壘

的深刻影響。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共同背景、文化

和工作地位的影響，他們不是黨派陶

工手[的陶土，可以隨意捏弄bs。

王奇生與徐進分別以廣東和河北

為個案，考察了大革命失敗後一段時

期內中共基層黨組織與地域社會之間

的關係，二者的研究都證實，在此期

間隨4中共由城市轉移至農村，地方

基層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大多有名

無實，組織渙散，紀律鬆弛，黨員數

目銳減，生存和應變能力十分脆弱。

對大多數農民而言，擁護階級鬥爭或

革命並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農

晚近的研究開始認為

中共對民眾的動員過

程並非只是存在簡單

的動員與被動員之間

的關係——有²各種

現實利益需求與政治

考慮的地方精英與中

共的革命精英之間，

其實存在非常複雜的

相互滲透與相互制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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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地方主義和宗族性滲透於基層黨

組織中；黨在力圖改造農民的同時，

農民也在改造和利用當地黨的地方

組織。因此，中共在基層的革命動員

經常與地緣、親緣等多種因素相互

纏繞bt。

張宏卿、肖文燕通過考察蘇維埃

運動時期中央蘇區當地的農民性格與

中共的鄉村動員指出，與華北及長江

三角洲相比較，這一地域的農民特質

主要包括原初的營利意識、安逸的生

活信念和好走極端的山區型權威性

格。走向鄉村的中共通過動員、派遣

任務與頒布政令等一系列舉措回應農

民的訴求，快速、有效地從鄉村獲取

革命資源，使廣大農民投身革命ck。

再次，研究視野由農村拓展到城

市，研究時段由民主革命時期拓展到

建國後。由於動員主要發生在尚未獲

得國家權力的黨派及社會群體之間，

故以往研究的主要熱點仍集中在國民

黨未能有效控制的農村，研究時段也

主要在抗戰及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

期。然而，正如社會運動學者詹金斯

（J. Craig Jenkins）所言，資源動員理論

未來的發展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

擴大理論半徑以處理各種不同的國家

與政權；其二，提供一個在社會學層

面更具有內涵的動員概念cl。從國共

內戰後期至建國初期，是中國共產黨

掌握與控制的城市日益增多的關鍵時

期，也是中共由農村重新轉至城市的

關鍵時期。不過，此時中共在城市中

的群眾基礎卻相當薄弱。因此，考察

新政權建立初期中共如何建立在城市

（尤其是大中城市）中的政治動員能

力，逐漸為新一批學者所關注。

繼裴宜理對上海的研究之後，已

有學者逐漸以城市為個案，以建國後

為研究時段，考察建國初期中共在城

市的動員工作。高崢指出，建國初期

中共派往杭州負責城市接管工作的地

方幹部通過日常生活中召開的各種政

治學習會議，將共產主義的宏觀革命

意識形態灌輸到杭州城市居民的思想

觀念之中。與國民黨通過無休止的徵

稅實現對民眾的經濟剝削不同，中共

通過在各級召開各種類型的會議，通

過在會議上唱革命歌曲、背誦毛語

錄，以及高呼革命口號等行為，在儀

式層面對民眾進行強制性精神灌輸，

使民眾對中共建立的新政權產生認同

感cm。張濟順指出，1950年代的上海

居民委員會在一系列政治動員中扮演

了國家和社會的雙重角色。中共通過

基層社會的整頓和社會生活計劃供應

的實施，有效利用並成功改造了居民

委員會，使之踏上新政權的體制軌

道，強化了它們的國家屬性，基層社

會中的「非單位人」成為國家可以調控

的政治力量，國家統合社會之路開始

暢通cn。阮清華以上海人民勝利折實

公債推銷委員會的成立與發展過程為

例，考察建國初期中共建立城市政治

動員網絡的嘗試co。

最後，研究開始注重話語在動員

過程中的作用。趙鼎新指出，研究社

會運動和革命有三個主要視角：社會

變遷、國家和社會的結構及結構性行

為，以及社會運動的話語（即變遷、

結構、話語）。晚近的西方社會運動

與革命研究開始考察話語、符號性行

為，以及情感等因素在社會運動中的

作用，認為某一人群雖然受到剝削，

卻由於種種原因不會因此而產生很強

的被剝奪感或被壓迫感，而這些感覺

的產生，往往是因為受到一些本身並

沒有直接受到壓迫的知識份子進行政

治理念灌輸所致cp。

革命話語曾經長期統治現代中國

並滲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革命

革命話語曾經長期統

治現代中國並滲透到

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而革命過程本身不斷

展示的某些特徵，可

追溯到「革命」這一詞

源及傳統的革命話語。

已有愈來愈多的研究

者開始考察共產革命

中的話語在動員過程

中的作用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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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本身不斷展示的某些特徵，可追

溯到「革命」這一詞源及傳統的革命話

語cq。已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開始考

察共產革命中的話語在動員過程中的

作用及影響。陳建華從文學角度考察

「群眾」話語的演變時指出，毛澤東的

創造是把群眾話語放在「國家」、「階

級」、「共產主義」和「歷史」的結構中，

作為一個個人，不管他屬於哪一階級，

其畢身的使命是革命，也就是在共產

黨的領導下，被置身於社會主義、共

產主義的歷史必然進程中，而國家則

是黨為實現這一偉大目標的工具cr。

郭于華、孫立平從文化與儀式層

面考察中共在農村發起的「訴苦」運動，

認為訴苦是中國革命中重塑普通民眾

國家觀念的一種重要機制。革命精英

運用訴苦運動中形成和創造出來的種

種「技術」，將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難

提取出來，並通過「階級」這個中介性

的分類範疇與更宏大的「國家」、「社

會」的話語建立起聯繫。在這個過程

中，革命精英一方面通過把苦難的來

源歸結於舊制度而建立了消極的舊國

家形象，另一方面也通過 「翻身」意識

的灌輸建立了積極的新國家形象cs。

喬士華的研究指出，在1920至

30年代的上海，共產黨控制的紅色工

會以及國民黨控制的黃色工會通過對

工人日常生活中的苦難與苦難意識加

以凝聚和提煉，分別鑲嵌入「階級」和

「國家」的不同論述框架，達到社會動

員的目的ct。王奇生通過比較1920年

代共產黨、國民黨與青年黨塑造的

「革命」話語形態，指出國民黨的「國

民革命」、共產黨的「階級革命」與青

年黨的「全民革命」話語所具備的共通

點，在於三個政黨對革命的積極認證

和遐想式期待，將革命建構成為一種

與自由、解放相關聯的強勢政治文

化；政治路徑的選擇不再是「革命」與

「改良」之爭，而是被建構為「革命」與

「反革命」的水火不容；三黨對「革命」

的競相詮釋，使得革命話語在日趨神

聖化與正義化的同時，又蘊涵濃烈的

任意性和專斷性成份dk。

三　商榷與反思

儘管資源動員理論為我們理解中

國共產革命的崛起帶來更深層次的啟

發，但該理論本身並非包治百病的良

藥。西方社會運動和集體行為領域的

理論視角，經歷了從十九世紀中葉至

二十世紀初期的古典理論（以古典社會

心理學的解釋為主），到1960、70年代

興起的主流理論（資源動員取向），再

到1980年代以來新的綜合（社會建構

論）三個發展階段dl。到了1990年代中

期，塔羅（Sidney Tarrow）、蒂利和麥克

亞當（Doug McAdam）等一批社會運動

理論的主要研究者，都開始對資源動

員理論的研究模型感到厭倦，而此時

這個模型已經在美國關於社會運動的

學術圈[佔有統治地位，出現了大量

機械的、無甚新意、令人厭倦的學術

作品dm。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當日

益增多的以資源動員理論為視角的研

究成果大量湧現時，這一研究應當如

何避免因視角、方法的趨同而導致學

術層面的「審美疲勞」，以及應當如何

開闢新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路徑，儼然

成為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資源動員理論需要回答四個重要

問題：（1）誰動員？（2）動員誰？（3）如

何動員？（4）為甚麼要動員？前兩個問

題涉及動員過程的主體與客體，後兩

個問題涉及動員的方式與目的。在已

有研究中，研究者多將革命精英與底

層民眾預設為動員過程展開的前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這兩個群體

在已有研究中，研究

者多將革命精英與底

層民眾預設為動員過

程展開的前提。儘管

這兩個群體構成中國

共產革命的主要力

量，但倘或用動員理

論將其截然二分加以

考察，未免有簡化歷

史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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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動員理論將其截然二分加以考

察，未免有簡化歷史之嫌。所謂「動

員」，並非簡單的動員主體對動員客

體所施加的一種線性的、不可逆轉的

發展過程；動員過程具有多層次性。

中共從誕生之日起直至歷次革命

運動的過程，是一次次不斷地方化與

走向全國化的雙向互動過程。中共領

導農民暴動後，黨員或團員一方面建

立黨、團組織，一方面在各鄉恢復或

組織農民協會，打土豪、分田地，實

行土地革命。農民協會是群眾性的公

開組織，屬階級性質，地主和士紳絕

不允許參加；黨、團組織則是秘密性

質，僅貧苦農民中的少數積極份子可

以參加dn。此外，中共通過在黨外組

織和社團中建立秘密黨小組的方式，

既可以控制大量具社會影響力的團體

組織，操縱它們達成自己的政治目

的，又不用直接承擔任何組織活動的

後果（這一點在中共還沒有奪取政權

時尤其重要）。從成本和收益的角度

來衡量，這是一種最優的組織方式。

在這種全方位、多層次的動員過

程中，作為動員主體的革命精英群體

不斷吸納剛剛被動員起來的基層草根

精英與地方精英，並依靠他們的地方

經驗進行更為廣泛和深入的基層動

員，直至在此區域獲得成功。待到中

共開闢下一個根據地時，又會吸納新

的一批被動員起來的地方精英為己所

用，而原先以地方經驗的優勢進入中

共領導層的精英份子，則面臨4後來

者的競爭。這種領導階層成員不斷補

充、篩選、升降、淘汰的結果，在宏觀

層面導致了1930年代中後期中共內部的

「本土派」取代「共產國際派」而獲得革

命的領導權，在微觀層面則導致了「本

土派」內部一批具有不同地方背景的革

命精英相互之間的權力與地位之爭。

這些權力鬥爭，不僅加劇了革命

精英群體內部的相互傾軋與政治清

洗，並且如賀照田所言，中共逐漸發

展出一套愈來愈成熟的政治、組織技

術和話語，並通過這套有召喚力、說

服力的論述與制度、組織、生活機

制，建立一個穩定的領導核心，把新

湧入的、有朝氣、有責任感的力量，

不斷轉化為可以依賴的組織、精神和

實踐機體。因而，即使各種難免帶有

投機性的新力量湧入，不僅不會左右

黨內氛圍，而且進一步，黨事實上並

不需要依賴這些一旦居重要地位便容

易改變黨原有朝氣的新成員do。中共

既可以將政治精英吸納到體系內，

使得黨組織的體系外不再存在有活

力的政治勢力，同時也可以通過管理

和控制黨內精英，來控制黨外其他一

切組織dp。

對於動員的方式與目的，資源動

員理論也大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

由於傳統理論強調革命與社會運動參

與者的非理性特徵，而資源動員理論

更多強調參與革命與社會運動是人們

基於理性計算後的行為，這使得已有

研究較少從文化、儀式、心態的角度進

行考察，而多將中共的動員看作一種

革命精英基於革命理想主義與政治現

實主義的調和策略而採取的迎合底層

民眾現實訴求的行為。為了動員農民

起來革命，黨必須有足夠的力量和資

源，去為農民提供保護和改善他們的

生活；但是，只有在農民動員起來後，

黨才可能獲得足夠的力量和資源dq。

面對這個動員過程中的悖論性困

境，目前的研究尚無法真正回答中共

何以打破困境，從而在短短二三十年

中一舉超越無論在正當性與統治資源

上都居於優勢地位的國民黨。針對此

問題，裴宜理強調從情感的角度來考

察革命動員，認為情感模式具有感召

為了動員農民起來革

命，黨必須有足夠的

力量和資源，去為農

民提供保護和改善他

們的生活；但是，只

有在農民動員起來

後，黨才可能獲得足

夠的力量和資源。目

前的研究尚無法真正

回答這個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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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群眾做出革命行動的力量，使得

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諸如意識形態、

組織形式、符號體系，甚至階級劃

分等受到情感影響的多種方式dr。然

而，如趙鼎新所言，以情感為基礎和

以理性選擇為基礎的理論，最後都會

碰到同樣的問題，即對任何一個具體

的行動來說，我們根本無法搞清支配

這一行動的到底是理性選擇還是情感

驅使，因為它們往往是同時並存且難

以分離的ds。因此，如何平衡二者在

動員過程中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有待

回答的問題。

其次，由於資源動員理論秉承自

由主義經濟學中將人視作具有理性選

擇能力，並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假

設，重在考察各種機會與條件制約下

個體利益權衡與行為選擇的複雜性，

故其必須面對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問

題。柏珀金（Samuel L. Popkin）在《理

性的農民》（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中指出：對革命的集體利

益的認同本身並不一定足以使農民

個人積極參加革命運動dt。何高潮也

指出，既然革命成果人人有份，從個

人的角度看，每個農民的最佳選擇

就會是「坐享其成」，等別人去奮鬥和

承擔參與集體行動的風險ek。中共在

1928年的一份根據地工作報告中提及，

地方農民「雖感覺須要鬥爭，但恐不

能成功有所畏懼，同時又因耕種忙，

便不願意鬥爭，有幾處群眾竟向我們

請求停止鬥爭，如九江、德安、吉

安」el。湘贛邊界臨時特委在致江西及

湖南省委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在群

眾組織方面，亦非常軟弱，不能實際

鬥爭，有些地方的群眾，僅是因為

軍事勢力的征服敷衍門面而已。」em因

此，革命動員者必須發揮「政治企業家」

的作用，找到克服「搭便車」的具體機

制，使參加革命成為農民個人的最佳

選擇en。遺憾的是，目前運用資源動

員理論研究中國革命的已有研究中，

鮮有人注意到柏珀金與何高潮指出的

上述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回答這一

問題，正是探究中國的共產革命何以

從1920年代的屢遭挫敗轉變為1940年

代的翻天覆地的一個重要路徑。

資源動員理論的核心問題在於探

究地方精英、底層民眾等各種社會力

量如何被中共革命精英基於構建現代

民族國家這一目標而整合在一起。大

革命失敗後，中共長期蟄伏鄉村社會，

由此開啟了一個長期地方化的過程。

而在此後二十餘年的時間[，隨4自

身實力的逐漸壯大，中共從土地革命

時期的蘇維埃政府、抗戰時期的邊區

政府，發展至1949年的中央政府，從

地方層面重返國家層面。黃文治在對

皖西大刀會的考察中指出，大革命失

敗後，中共在從城市轉入鄉村的過程

中，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進行調適與

分化瓦解，將原本屬於民間自1武裝

團體的大刀會從地方性叛亂勢力轉化

為全國性革命勢力，從而將大刀會叛

亂這種傳統鄉村集體行動形式轉化為

自主跨地域性、強組織性，並帶有濃

厚階級性的現代集體行動形式eo。該

研究為我們開啟了一條新的思路，即

考察中共的動員話語如何從面向地域

社會的基層民眾向構建現代民族國家

轉變？這套動員話語在基層社會衍生

出甚麼樣的動員行為？底層民眾在何

種程度接受這套話語論述與動員行為？

既然已有研究揭示出底層民眾具有相

當的歷史主體性，為甚麼他們又最終

走向了個人臣服於社會和國家的困境？

此外，儘管目前的研究已經將底

層民眾納入視野，但囿於資料限制以

及價值觀的影響，大多數研究者還是

站在精英的立場上，自上而下地考察

誠如裴宜理所說，一

個人只有通過歷史，

通過研究事件如何展

開，才能理解運動和

過程。如何在資料的

爬梳中深入底層政治

的內在結構，尋找共

產革命發生的深層動

因，也是研究者努力

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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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以制度或秩序的方式表現為一種

強制性手段。精英無論是否掌握了國

家權力，都試圖塑造自己的合法性，

並將之意識形態化；底層政治則更多

地是底層民眾的自發行為，其行為方

式可能是隱性、自發而零散的，同

時，底層政治是反應性或應對性的，

它是對現實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滿尋找

解釋的方式和解決的路徑ep。誠如裴

宜理所說，一個人只有通過歷史，通

過研究事件如何展開，才能理解運動

和過程eq。如何在資料的爬梳中深入

底層政治的內在結構，尋找共產革命

發生的深層動因，也是研究者努力的

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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